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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形成与新质生产力
发展相适应的分配关系

续 继  刘学良

内 容 提 要   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加快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分配关

系作为生产关系的重要方面，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关系密切。分配

关系的转型和分配制度的完善会直接影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而新

质生产力的跃迁亦会重构分配关系和重塑分配格局。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易导致技术性失业增加、收入极化加剧、劳资关系恶

化、发展失衡扩大等潜在问题。与此同时，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机遇，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又可为收

入分配格局优化提供新的可能。本文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助于

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健全公平竞争

制度框架、推进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从而优化收入分配格局。与

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分配关系要以激励创新为核心特征，以尊

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为基本内涵，以推动高质

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相互融合和相互促进为导向，持续激

发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数据等生产要素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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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生产

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

产关系是指人们在一定社会制度下，通过生产和分配所形成的社会与经济关

系，包括所有权关系、分配关系以及劳动组织形式等多个方面，影响着资源的

分配方式、社会成员之间的权力关系以及社会的经济结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

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由此可见，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分配关系的转型和分配制度的完善会直接影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而新质

生产力的跃迁亦会重构分配关系和重塑分配格局。

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分配关系，有助于形成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与收入分配制度完善的良性互动。一方面，形成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分配关

系可以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足够的经济激励。从供给侧来看，新质生产力发

展离不开人才、科技和教育的支撑。收入分配制度的完善有助于为促进新质生

产力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人才提供广阔的才华施展空间和充足的物质待遇保

障，从而释放人才的创新创造活力，助力重大科技成果产出和高水平的自立自

强。同时，在分配机制中充分体现知识、技术等创新要素价值，不仅可以为新

质生产力发展所需的紧缺人才提供足够的激励，还可以激励更多青年群体和劳

动者接受学校教育和再教育成为具有卓越素质和专业技能的人才，从而形成人

才储备、科技创新和教育发展的良性循环。从需求侧来看，分配制度完善可以

有效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伴随着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和

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居民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得以上升，而消费规模的增加

又会激励市场产品种类供给的丰富，从而形成供给和需求良性循环、投资和消

费相互促进的经济发展格局。

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分配制度完善提供了良好的改革土壤。

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

强调技术、业态模式、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全面创新，从而保障教育、科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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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的良性循环畅通，以及劳动、知识、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活力的激发，这

对于收入分配格局的优化和收入分配制度的完善具有积极意义。从做大共同富

裕的“蛋糕”来看，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促进了新产业涌现和传统产业加快升级，从而提升了全体人民的创富能力与致

富能力，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提供了有力支撑，对于人民群

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富裕”提供了强劲助力。从分好共同富裕的“蛋

糕”来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重视先进优质生产要素，有助于形成勤劳致富、

创新致富的良好氛围，从而促进市场评价贡献机制和按贡献决定报酬机制不断

完善；同时，新质生产力进一步推进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创新

手段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使得再分配和社会保障的作用得以积极呈

现，高质量发展成果可以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由此，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亦是共同富裕的

重要基础。然而，在看到新质生产力发展与收入分配制度完善良性互动这一光

明前景的同时，亦需要看到新型分配关系形成所面临的风险与挑战。在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于社会收入分配关系的影响

具有双面性，收入分配秩序在所难免地面临负向冲击。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抢

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战略机遇的同时，必须注意其对收入和财

富分配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充分发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促进城乡和

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完善就业促进政策和就业保障政策，优化促进新质生产

力发展的教育和培训体系，引导科技向善，避免算法作恶，不断完善与新质生

产力发展更相适应的分配关系，努力实现发展新质生产力与优化收入分配结构

相协调，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相互融合和相互促进。

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收入分配秩序的冲击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

术革命性突破为标志，以数据、知识、技术等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为特征，以

产业的数字化、绿色化、智能化深度转型为趋势，带动了生产力的巨大提升和

生产方式的加速演变，为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催生条件。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牢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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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以科技创新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

能。然而，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仅带来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也对收入分配格局和社会公平产生了深远影响。国内外有不少学者都产生了对

新一代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加剧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担忧。而孕育于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质生产力，更加强调创新在生产力提高和经济发展中的作

用，其所主导的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会对原有的要素配置、要素价格产生

巨大影响，分配关系和分配结构亦可能由此发生深刻改变。因此，在发展新质

生产力的战略背景下，必须深入研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就业、收入

等问题的影响规律。本文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可能影响分为就业结

构、收入分布、机会均等和均衡发展四个方面展开讨论。

（一）就业结构失衡，技术性失业广泛存在 

从“卢德运动”开始，学术界对于技术变革如何威胁劳动力就业的争论

从未停止。值得庆幸的是，在前几轮的科技革命中，尽管短期来看，出现了部

分行业的岗位缩减并引发了技术性失业的恐慌，但从长期来看，科技变革为就

业带来的“挤入”效应远大于“挤出”效应，技术创新在带动经济繁荣的同时

亦会创造出更多工作岗位（Mokyr et al.，2015）。然而，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和

产业变革与以往存在较大不同，科学与产业、产业与产业间的联动性不断增

强，技术由以往的单点进步向群发性突破演变，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

技术已经由判别式小模型向生成式大模型突破转型，不仅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

里程碑，也带动了智能经济业态的革新，“人工智能威胁论”被广泛关注。有

学者认为，新一轮的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所产生的创造性破坏强于前几轮的变

革，因此所产生的就业冲击或远高于从前（Nübler，2016）。

国内外学界就新一轮的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对劳动力产生的潜在负向影

响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部分学者认为技术性失业现象在各行业全面发生，较

多劳动者难以获得 收入来源，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 其中，Frey 和 Osborne

（2017）为最具代表性的研究之一，该研究通过主客观标准相结合的方式计算

出各岗位易被自动化替代的概率，发现在未来几十年间美国 47% 的岗位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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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替代的高风险中。基于 Frey 和 Osborne（2017）A 的方法，学界对欧洲、日

本、新加坡等发达地区展开广泛研究，发现 25%~55% 的工作岗位处于被自动

化替代的高风险中（Bowles，2014；David，2017；Fuei，2017）。国际组织

亦借鉴该方法对发展中国家的潜在失业率进行评估。其中，世界银行对 40 个

发展中国家进行了测算，判定 2/3 的工作岗位易被自动化替代（World Bank，

2016）。国际劳工组织（ILO）对多个劳动力富余的东盟国家展开研究，发现

约有 56% 的工作岗位处于被替代的高风险中（Chang and Huynh，2016）。周

广肃等（2021）亦根据该方法计算了中国各职业被替代率的理论最高值，并将

个体就业者被替代率加总到城市层面，计算发现 2000—2010 年城市层面的平

均就业被替代率为 62%~64%。而技术性失业对于收入格局的影响并非仅为短

期阵痛，失业者因缺乏与技术变革相适应的新型技能难以再就业，即便勉强

找到新的工作，也因技能缺失而无法恢复原有收入，造成了长期的收入下滑

（Braxton and Taska，2023），甚至面临生计困境。

（二）收入极化现象加剧，技能缺失问题突出

相较于上述技术性失业广泛存在于各行各业的观点，更主流文献认为技

术革新对于不同群体的就业影响是局部的。Arntz 等（2016，2017）对 Frey 和

Osborne（2017）的研究方法进行了修改，在计算被自动化替代概率时，以工

作任务而非整个岗位作为研究单元，充分考虑了岗位内部工作任务的异质性和

工作任务的自适应性，对 21 个 OECD 国家和美国展开的研究发现，易被替代

的工作比例为 6%~12%。王永钦和董雯（2020）应用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

研究发现，机器人应用对就业的替代效应，在具有高市场集中度、高外部融资

依赖度等特征的行业更为显著。

这种对于就业群体的不对称冲击造成了收入极化。自动化使得重复性

强的工作岗位更易被替代，而应变性强的工作岗位则不易被替代，因此，从

事惯例性工作的中等技能劳动力易面临失业，而创造性强的高技能岗位和

A  注：该文 2013 年以工作论文形式发表。



财经智库
FINANCIAL MINDS

074

服务化多的低技能岗位则具有更多招聘机遇。中等技能劳动者由于自身技

能有限，无法匹配高技能就业岗位，从而转向低技能就业岗位求职，加剧

了低端市场的劳动力过剩问题，进而出现了就业两极分化和收入分配极

化（Acemoglu and Autor，2011）。近年来，国际知名学者研究发现，工业

机器人的普及、自动化和数字化的推广，导致劳动者比较优势的调整，进而

对收入结构产生了较大冲击（Acemoglu and Restrepo，2020a、2022；Barth 

et al.，2023）。  王林辉等（2020）使用全国及省级层面数据，进一步研究了

新一代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诱发劳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机制，发现人工智能

技术对于不同技术部门的生产率影响是非对称的，进而使得低技术部门面临

更多的岗位替代，高技术部门面临更多的岗位创造，从而产生了收入分配的

不平等。

同时，不同群体的初始禀赋不同，掌握新型技能的难易程度存在差距，

技能相对劣势的难以弥合引发群体间的收入不平等。从教育水平来看，高教育

水平者所具备的技能通常成为新技术的互补品，而低教育水平者所具备的技能

则成为新技术的替代品，低教育水平者难以享受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就业机

遇（Hjort and Poulsen，2019）。从年龄阶段来看，相较于“数字原住民”的青

少年，中老年学习数字技能具有一定阻碍，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无

法享受到产业变革所带来的数字红利（Barth et al.，2023）。从性别来看，发

展中国家的女性难以接触到新型基础设施，而发达国家的女性也会面临使用新

技术费用受限的问题（Acilar and Sæbø，2023），进而影响就业与薪资。此外，

技术变革引发的非技术性歧视也可能恶化女性的职场处境，造成相对收入的下

降（Cortes et al.，2020）。

（三）劳资关系冲突增加，机会均等面临威胁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市场力量的

变化，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企业易滥用市场地位和信息优势进行不正当竞争，

损害了劳动者权益，导致分配关系不平等。

一方面，伴随着平台经济快速发展，企业的招聘需求从招聘全职员工向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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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灵活就业者转变，去雇主化和高流动性的就业模式更为普及。原有的工作岗位

被分解为零散的工作任务，劳动者的可替代性增强，工作的稳定性降低，劳动者

难以获得充足的就业保障（ILO，2024）。鉴于针对灵活用工模式的就业监管体

系建设尚处于摸索期， 企业在缺乏监管情况下易将经营风险和安全管理责任转移

给灵活就业者；加之，在大城市打工的灵活就业者多为外地移民，无法与当地居

民享受同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等保障，使得 灵活就业者

面临更高的劳动安全风险和人身安全风险（闫慧慧、杨小勇，2022），灵活就业

者的就业成本被迫增加，实际收入随之下滑。此外，平台企业可凭借算法、数据

和模型优势重新分配劳动过程的控制权，强化对劳动者就业过程的数字控制，从

而实现符合自身利益的雇主责任淡化和劳资冲突转移，导致劳动者的隐性工作付

出增加和身心健康的恶化（陈龙，2020），而劳动者超负荷工作所产生的利润则

多被平台企业占据，导致收入分配进一步恶化。

另一方面，占据信息优势地位的雇主和商家更容易利用算法和数据获利，

挤占弱势群体生存空间。性别、年龄、种族等敏感特征被输入算法系统，用于

雇主和商家在就业、住房、信贷、教育等领域的评分决策，算法反馈系统不断

被训练后导致歧视性偏见被强化，弱势群体获得较低的系统评分，获得的资源

由此更少，处境更为艰难（郑智航、徐昭曦，2019）。传统的监管模式已经难

以规避数据歧视和算法偏见。即便企业为合规不再采集种族、年龄、性别等敏

感信息，与之高度关联的隐含变量亦会被用于算法模型从而放大歧视结果；而

由于信息采集偏误，弱势群体相关数据在数据库中可能呈现代表性不足或代表

性过高的现象，使得这部分群体被进一步关注和不成比例的审查，导致该群体

面临不公平待遇（Favaretto et al.，2019）。

（四）劳动收入份额下滑，发展失衡问题突出

新一代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所产生的知识溢出效应和产业集聚效应，带

动了“超级明星”企业大量涌现，亦为发展失衡带来隐患。从企业角度看，行

业集中度上升带来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和劳动收入份额下滑。大型企业的高薪员

工收入增速远高于公司平均收入增速，企业内部不平等加剧；并且，由于高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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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更大概率进入大型企业的分类机制以及高薪员工更大概率协同合作的隔

离机制，使得企业间收入不平等加剧（Song et al.，2019）。同时，“超级明星”

企业多具有超高的利润率和相对小的劳动收入份额，该类企业的增加会导致全

行业劳动收入份额下滑（Autor et al.，2020）。从地区角度看，“超级明星”企

业多出现在经济发达地区，造成人才、资源和创新能力集中，具有先发优势的

地区与其他地区的经济差距持续扩大。创新资源不仅在企业层面高度集中，在

地理上亦高度集中（Forman and Goldfarb，2020），具有高等院校和人才聚集

的地区易成为颠覆性技术的发源地，随之产生就业岗位的集中，尽管伴随着技

术成熟和与之相关的新工作增加，就业岗位会在地理上呈现扩散趋势，但发源

地依然可以不成比例地占据更多的就业岗位份额，特别是在高收入岗位份额上

保持领先地位达数十年之久（Bloom et al.，2020）。

此外， 发展失衡还来自要素报酬分配的不合理。一方面，科技变革的浪

潮中资本回报往往偏高，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的增长率，而劳动回报率呈现下

降趋势。 Acemoglu 和 Restrepo（2020b）认为，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技

术变革加快了生产组织方式的革新，其发展趋势在于推动自动化进程替代人力

工作，而非产生 人机协同的工作环境，这导致国民收入中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和

不平等加剧。Moll 等（2022）认为，自动化增加了相对于劳动力的资本需求，

这种需求转移永久性地增加了财富回报，并且自动化提升生产率所带来的收益

并没有流向劳动者，而是以更高的财富回报形式流向资本所有者，导致收入和

财富的分配不平等。另一方面，专利、软件和数据等无形资产的重要性日益

凸显，其收益分配的不合理亦会破坏收入分配秩序。Crouzet 等（2022）认为，

无形资产的租金更可能会被投资者和企业家获得，或者被身处要职的劳动者享

用，造成这些群体与普通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及财富差距，无形资产亦可提高资

本与技能的互补性，增强劳动力的可替代性，增强收入不平等性。并且，数据

要素的收益回报在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呈现不对称性，大企业更容易利用数据

垄断形成规模优势，实现降本增效和市场拓展（沈坤荣、林剑威，2024），进

而拉大企业间的收入不平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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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新质生产力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潜在路径

虽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会加剧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学界担忧仍然

存在，但辩证地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也可通过一些特定渠道和机制

对分配公平产生积极作用，其对收入分配的最终影响并不必然是负向的。 把握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可

以为收入分配格局优化提供新的可能。具体来看，在个体层面上，新质生产力

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坚持创新和绿色的新发展理念，可以促成劳动者在有益身

心健康的环境下创造更大的劳动价值，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而在以人为

本的就业生态下，劳动者的能力得以充分发挥和持续提升，劳动作为生产要素

的配置方式得以创新。在市场层面上，新质生产力坚持创新和开放的新发展理

念，在技术层面、管理层面和制度层面等实现全面创新，既有助于知识、技

术、管理、数据等人才相关的生产要素配置方式和参与收入分配机制的创新，

为人才参与生产提供充足激励；又有助于搭建高标准市场体系，为公平竞争提

供保障。在区域层面，新质生产力坚持协调和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创新赋能

欠发达地区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生产力发展路径，推进城乡和区域一体化

发展。

（一）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形成以人为本的就业生态

尽管技术进步和产业创新会加剧结构性失业风险，但亦有研究表明，新

一轮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会激发经济增长和产业扩张的巨大潜力，当由此所产

生的岗位创造效应强于就业结构调整所引发的岗位替代效应时，就业市场的劳

动力需求会增加（Autor and Salomons，2018）。并且，高质量的创新往往更具

 劳动力友好型特质，对就业生态产生普遍且深远的正向影响（Van Roy et al.，

2018）。新质生产力强调人的创造性生产和全面发展，在以创新推进生产组织

向高效、开放、灵活转型的同时，亦可以创新赋能劳动过程（周文、张奕涵，

2024），提升就业环境和优化就业生态，为劳动者提供更多高质量的就业岗位。

首先，新质生产力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可以将劳动者从高风险工作环境



财经智库
FINANCIAL MINDS

078

和威胁身心健康的劳作中解放出来，从事生产效率更高和更富有创造价值的工

作。例如，以新质生产力引领矿业转型，可以加快生产管理模式从粗放式向智

慧化转变，建设智能防控和紧急救援指挥系统，以智能装备或机器人代替劳动

者完成危险繁重的工作，提升应急救援能力和劳动者的人身安全保障能力。而

智能化设备和系统的应用，智能设备操作与维护、远程安全监测、生产数据追

踪分析等新型岗位也应运而生，新型岗位在安全性和工作强度上均有较大改

善，可以保障劳动者身心健康并促使劳动者创造更大的劳动价值。而智慧矿山

等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亦增加了云计算、智慧设备、网络通信、集成电路及应

用电子等领域的市场需求，进而创造出更多高保障、高收入的数字经济就业岗

位。其次，新质生产力使得劳动方式向多元化演进，可以为弱势群体提供“扬

长避短”的新型就业渠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快了原有组织形态变

革，进而实现工作岗位的多样化、工作地点的分布化、工作时间的灵活化。伴

随着辅助办公系统向智能化、便捷化演进，不同于传统工作岗位对于技能的需

求，产业变革所催生的新型岗位具有更好的人机协同机制，新型岗位不仅不要

求劳动者从事繁重体力劳动，亦降低了对于劳动者语言能力、知识记忆等硬技

能的要求，交际能力、沟通能力、创造力、决策力等软实力成为劳动者的核心

竞争力（Black and Spitz-Oener，2010；Barth et al.，2023），使得中老年、女

性、低学历者等弱势群体在劳动力市场获得比较优势。由此，在新质生产力发

展的大趋势下，原本在体力和学历等方面存在劣势的劳动者，也可凭借持续学

习和软实力积累，实现创造性生产。最后，新质生产力发展有利于建立以人

为本的就业生态。已有研究表明，从长期发展经验来看，技术的革命性突破会

带来经济繁荣并缩短劳动力的平均工作时长，人类高质量休闲时间有望增加

（Mokyr et al.，2015）。由此，把握新质生产力发展机遇，以技术创新和模式

创新提升工作效率和重塑工作任务，可以将劳动者从高重复性、高风险性的工

作中解放出来，有精力丰富精神文化生活，酝酿创造性产出的灵感。

（二）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完善 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可避免地引发了生产要素市场的供需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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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了生产要素回报率的变化，为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和收入不平等埋下隐患。

而新质生产力重视人才，强调生产要素配置方式的创新和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

制的健全，则可以推动生产要素的定义重塑和价值重估，解决上述隐患。

新质生产力将劳动视为先进生产力的重要生产要素，将创新人才工作机

制作为发展的重要抓手。劳动者在以人为本的就业生态下，可以充分发展和发

挥自身技能作用，价值创造在经济社会建设中得以最大化应用。产业变革中资

本替代劳动力的现象屡见不鲜，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成为劳动力收入份额下降

的主要成因之一（Alvarez-Cuadrado et al.，2018），使得资本增长率大于经济

增长率，主要依赖劳动收入的劳动力群体和主要依赖投资收益的投资者群体之

间收入差距扩大。而新质生产力强调人才的作用，注重培育、吸引、使用一大

批专业技术人才，壮大以卓越工程师、能工巧匠、大国工匠为主的高技能人才

队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可以追赶国际科技创新前沿，提升我国国际影响

力，助力国家长远目标实现，还可以形成尊重劳动、尊重人才的社会观，推动

人才评价体系、权益保障机制、职业激励办法持续完善，劳动者在工作中可以

获得合理的经济回报和应有的职业尊重。此外，新质生产力中涌现出来的新兴

技术亦可以辅助人才培养和技能培育。以人工智能这一新质生产力的代表性技

术为例，已有研究表明，人工智能不仅可以提高劳动者技能与工作任务匹配效

率，避免人才资源闲置和技能浪费，还可以为工作中的劳动者提供丰富的个性

化和适应性服务以及解决问题的专业知识，协助劳动者提升决策能力，保障劳

动者的产出效率和工作绩效（Pereira et al.，2023）。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倡导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探索知识、技术、

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参与社会收益分配的相关路径，亦有助于为收入分配机

制完善找到新的渠道。首先，知识、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可以与劳动力紧密

结合，为劳动力配备更先进的生产工具、开拓更广阔的工作视野和搭建更高效

的工作平台，推进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其次，重视知识

积累、技术发展和管理提升的价值进一步肯定了人才的价值，探索以增加技术

价值和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办法，可以提升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进而

为劳动者创造更加公平、激励完善和保障充分的工作环境。最后，数据要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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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加工、流通、应用仍相对不透明，个人数据被无偿应用的情况仍屡见不

鲜。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注重发掘数据要素价值和数据要素收益分配方

案设计，可以为收入公平和弱势群体帮扶提供新渠道。

（三）健全公平竞争制度框架，搭建高标准市场体系

大型企业往往凭借产业变革中的先发优势和竞争效率通过行业兼并、资

源重组等方式获得市场垄断地位（江飞涛，2022）。而“超级明星”企业的出

现和“赢者通吃”模式的巩固又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拉

大了企业间收入差距。同时，较多大型企业占据市场主导地位并非通过技术革

新，而是依托平台进行资本运作和发展虚拟经济而实现的，而虚拟经济繁荣带

来的更多是财富转移而非财富创造，财富转移的过程甚至以损害劳动者、消费

者的相关权益为代价，亦会加剧收入不平等。

新质生产力离不开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的共同培育与

驱动形成，这对于建立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具有积极作用。新质生产力的

发展强调科技创新的主导作用，可以使企业摒弃追逐短期投资、短期收益的落

后经营理念，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助力经济“脱虚向实”。同时，新质

生产力发展强调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企业关注科技创新，则劳动者

的自主性和创造力得以发挥，劳动者可以凭借自身技能提升劳动力市场的议价

能力，获得更高的劳动回报，亦有动力不断提升知识储备水平和职业素养，并

依托以新质生产力为支撑的网络教育平台接受再教育，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

新质生产力强调开放发展，注重解决发展中的内外联动问题，为构建高

标准市场体系指明了方向。并且，新质生产力所强调的创新不仅是技术层面的

创新，还包括管理层面和制度层面的创新，从而为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建设提供

崭新的技术支撑、监管路径和制度保障。高标准市场体系以清除妨碍市场公平

的相关障碍、规范不当竞争行为、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为主要方向，可有效避免

中小企业的技术和品牌被侵权或模仿，保障中小企业的研发投入获得合理回

报，巩固中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有利地位，从而保证收入分配的公平性。特

别是，鉴于大型企业易满足和习惯于已有的成功模式，缺乏开拓和冒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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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层制下官僚文化沉重，组织效率低下，对市场反应迟缓，存在“船大掉头

难”的问题；新质生产力所进行的体制机制创新亦可将解决“大企业病”作为

改革方向之一，激发各类生产经营主体活力，为新兴企业提供入场机会，打破

原有市场的垄断格局。小微企业可以将规模小的劣势转变为决策灵活性强的优

势，快速响应市场动态和用户需求，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力军，破解“一

家独大”市场局面，缩小企业间的收入不平等，从而打破现有的企业竞争秩序

和分配格局，提高社会收入和财富的流动性。而在更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下，

人民群众则更具有物质消费的选择权，其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

需求更易被满足，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更易得到保障。

（四）以创新消弭发展鸿沟，推进城乡和区域一体化发展

尽管学界担忧科技变革会引发群体间和地区间的收入不平等，但同时应

乐观看到把握科技创新机遇为解决群体间和地区间的发展鸿沟问题所带来的积

极作用。新质生产力作为生产力的跃迁，可带来高质量、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使得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新质生产力亦带来了生产关系的变革，以协同合作、

共享发展为核心特征的新型生产关系带来了公平的分配方式，实现先富带后

富、帮后富（燕连福、牛刚刚，2024）。从过往实践和发展大势来看，把握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可以实现以新质生产力引领推进城乡融合和区

域协调发展。

新质生产力坚持的共享新发展理念，可以使农村地区摆脱传统经济增长

方式和生产力发展路径，实现乡村振兴。首先，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驱动可为

农业现代化转型和农村产业结构优化提供先进的技术手段和全新的管理模式，

保障农村一、二、三产的高效融合和高效生产，激发乡村经济的创新活力，为

农民群体增收致富提供新渠道。其次，探索新质生产力在农村地区的人才工作

机制创新办法，可以带动完善乡村人才管理网络，从而实现为农村吸引人才、

留住人才、积累人才，促进城乡人才储备的均衡化。再次，新质生产力助力数

字中国建设，为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和生活便利程度提高提供助力。农村新型基

础设施逐步普及，城乡“数字鸿沟”持续缩小；在线购物、智慧医疗、数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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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等公共服务类应用得以推广，城乡公共服务差距得以缩小，农民群体的生产

生活环境得到进一步的改善。最后，新质生产力所蕴含的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

新也带动农村治理模式的变革。伴随着数字技术、智能设备和智慧系统在公共

管理中的应用，农村治理效能得以提高，不仅增强了农民群体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也为推动城乡治理一体化作出贡献。

贯彻新发展理念、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崭新路径。技术

创新易产生先发优势和“马太效应”，后发地区往往难以赶超和享受到技术进

步带来的红利。新质生产力坚持协调发展的理念，打破传统区域合作的时空限

制，为不同产业基础和发展优势的地区提供新型链接，消除“马太效应”所产

生的区域不平衡隐患。以“东数西算”工程为例，东部地区的算力市场需求潜

力巨大，但受制于土地资源和能源资源，东部难以建设大规模的数据中心保障

算力资源供应。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为技术支撑进行新

型智算网络体系搭建，可以发挥西部的自然禀赋优势，将东部算力需求有序引

导到西部，实现东西部在数据、算力、能源、土地等资源上的协同联动，缓解

东部自然资源不足和算力资源短缺的现状。而在这一过程中，新质生产力亦为

西部注入发展活力，技术、资金、人才、知识等要素从东部加速向西部流动，

使西部从原有的后发劣势中摆脱出来，参与到颠覆性技术的研发和前沿科技产

业的变革中，高质量就业岗位供给由此增加，东西部差距得以进一步缩小。

四、加快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更相适应的分配关系

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分配关系要以激励创新为核心特征，以 尊重

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为基本内涵，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共同

富裕目标实现的相互融合和相互促进为分配导向，持续激发劳动、知识、技

术、管理和数据等生产要素活力。加快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分配关

系，一方面，要深耕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优势，为分配制度完善提供的改革土

壤，应用新质生产力创新分配模式，打造与新质生产力相匹配的激励机制 , 培

育新质生产力的需求支撑；另一方面，要采取措施避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对分配格局的不利影响，让社会共享新质生产力发展带来的机遇和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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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最终实现发展新质生产力与优化收

入分配结构的相互融合和相互促进，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

（一）完善新就业形态保障机制，创新就业服务机制

鉴于新质生产力会引发新就业形态，需加快完善新型就业形态保障机制。

从权益保障入手，改革工伤保险体系和失业保障体系，允许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以个人身份参保，获得更灵活的缴费方式和保险期限；开发新型劳动保险产

品，利用互联网平台的便捷性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在线购买和理赔服务。

从劳动仲裁入手，建设和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平台，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

低成本的劳动仲裁指导，将举证的责任转移至企业和平台，以减轻劳动者的调

查举证负担；加强劳动仲裁的隐私数据保护，避免劳动者因涉入劳动仲裁而在

之后招聘中遭遇歧视。同时，应进一步创新就业服务机制，将大数据、云计

算、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充分运用到就业监测中，分析技术性失业、就业歧

视、收入不平等的成因和解决举措；并建立数字化就业服务平台，快速准确地

匹配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需求，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为更好地服务残疾人、

老年人、妇女等就业弱势群体就业，可探索灵活办公机制和就业歧视救济机

制，挖掘弱势群体在工作经验、软技能等方面的就业优势，为其创造平衡工作

和生活的办公环境和就业机遇。

（二）强化多元化人才激励机制，建立鼓励创新又容忍失败的分配

机制

遵循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健全劳动、知识、技术、管理等人才

相关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加强相关分配案例的

宣传，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氛围。在新质生

产力关键技术攻关上推行“揭榜挂帅”，强化职业发展与生活保障相平衡的人

才激励机制建设，打造新质生产力人才集聚高地。建立既鼓励创新又容忍失败

的分配体制机制，与高风险的创新创造活动相适应。壮大新质生产力领域的耐

心资本，加快培育高质量创业投资机构，发挥风险资本等多种融资方式和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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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的作用。建立和完善企业与个人破产法律制度，公平厘清债权债务关系，

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最大限度解除创业者的后顾之忧。建立与高

风险的创新创造活动相匹配的社会保障托底制度，让人们在创新创业失败时不

至于生活无以为继；为新想法、新产品、新技术投资试错提供补偿，以降低新

兴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市场风险。

（三）完善科技益贫精准施策机制，构建多元供给的公共服务格局

构建数字时代正确的价值伦理、社会责任和行为规范，共建健康包容、

可信赖、可持续的智慧社会，打通政务数据壁垒，进一步推进扶贫、低保等益

贫措施的精准实施。探索公益领域数字化转型，深入实施“互联网 + 公益慈

善”，凝聚社会力量打造数字公益创新空间。加强企业社会责任培育，鼓励龙

头企业、大型企业将“科技惠民”理念融入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之中，以技术

赋能社会救助工作，定期组织科技惠民案例征集，进行宣传和表彰。同时，应

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创新科技革新公共服务管理体系，扩大养

老、托育、教育、医疗等重点领域的公共服务普惠化供给。为缩小区域差距和

城乡科技鸿沟，应加快建设均衡可及的新型基础设施。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搭建，实现算力、网络、数据、绿色能源等新型生产资料的协同联动，为西部

地区提供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就业机遇。加强农村地区信息基础设施、物流基础

设施建设，智慧赋能农业、农村发展，降低农村管理和农业监测的成本。

（四）加强社会治理数字化建设，探索新型要素报酬分配机制

在加强社会治理数字化建设上，为保障机会均等，规避因算法产生的偏

见和歧视，可建立人工智能算法审核系统，动态调整分类、排序、过滤、搜

索、推荐、预测、评估等环节的审核策略，平衡算法所涉及的各方的权益。为

推动市场公平，可搭建信息互通和信用互认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数字平台，落实

“全国一张清单”的市场准入制度，开展市场准入效能的线上评估，设置社会

监督线上窗口，持续清理招标采购领域违反统一市场建设的规定，维护市场公

平竞争秩序。为消弭发展鸿沟，可利用新技术进一步完善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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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增强再分配的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应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实现

“精准税收”，核查与高收入群体相关的收入隐匿、税收返还等问题，开展线

上试点逐步探索家庭与个人相结合的所得税申报制度，利用数字化转型简化公

益捐赠的税前扣除流程。在构建数据等新型要素分配机制时，可在初次分配时

按照“谁投入、谁贡献、谁受益”的原则，向数据价值创造者倾斜，丰富人民

群众的直接收益来源；在收益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时，注重“取之于民，用之

于民”的原则，通过数据税等方式调节过高收益，将公共数据所产生的货币收

益用于公共服务，使人民群众共享发展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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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inctive features, posing new demands on the management and service 

systems for ODI. This paper reviews major changes in recent cross-border 

investment policies and analyzes the new features and trends of China’s 

ODI based on statistical data. It examines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Chinese 

enterprises going abroad and proposes strategies to further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O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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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requires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formation of corresponding production relations. As a 

crucial aspect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distribution relations are closely link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distribution relation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distribution systems 

directly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while the 

advance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will, in turn, reconstruct 

distribution relations and reshape distribution patterns. The new wave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may lead to potential 

issues such as increased 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 intensified income 

polarization, deteriorating labor-capital relations, and widening development 

imbalances. At the same time, by grasping the opportunities brought by 

the new round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following the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an provide new possibilities for optimiz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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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me distribution structur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ontributes to building an employment-

friendly development mode, innovating the allocation of production factors, 

improving the framework for fair competition, and advancing urban-

rural and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us optimizing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structure. Distribution relations that are compatibl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should center on incentivizing 

innovation, emphasizing respect for labor, knowledge, talent, and creativity 

as their core values, promoting the mutual integration and reinforcement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common prosperity, and continuously 

stimulating the vitality of labor, knowledge, technology, management, and 

data as key production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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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posal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s a historical 

necessity and an innovative result of Marxism’s Chineseization.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intrinsic logic, influencing mechanism, and realistic 

predicaments of digital governance in nurtur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fi nds that enhancing digital governance capacity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developing new types of labor instruments, and a sound 

digital governance system can stimulate new types of labor objects and 


